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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作为民众共享的文化传统与国家文化资源的凝结标识， 民俗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确认文化

身份、 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 随着数字媒介的迭代， 传统民俗与大众流行文化的深度嵌合推动了

民俗的文化再生产， 而民俗文化产品所具有的无形属性和符号意义与原产国的国家形象息息相关。 一方面，
应当以 “品牌化” 策略推动民俗文化资源的数字转型、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将国家形象打造为具有差

异化特征的识别体系； 另一方面， 应重视中国民俗文化符号体系的建构， 统筹对外传播路径， 增强其对全球

青年群体的吸引力， 通过 “符号化” 联想来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 助力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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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技术的革新， 虚拟世界的文化主体

突破了社区组织或民族国家的传统边界， 日趋多

元、 分散和流动， 使传统文化的形态、 生产与传

播呈现出新特征。 其中， 民俗生动呈现了民众日

常生活中实践、 知识与观念的传承发展， 凝聚了

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传统， 也建构了丰富多元的

中国文化符号体系。 人们对社会意义的认知离不

开结构化的符号， 其所蕴含的符像力量 （ ｉｃｏｎｉｃ
ｐｏｗｅｒ） 将社会意义嵌合于可感知的物质形式， 使

得抽象的认知和道德被包含或隐匿于美学的外形

之下。①在新时代的背景下， 探索中国民俗的数字

转型、 文化再生产以及文化符号体系建构， 不仅

与国家文化数字化的战略目标相契合， 能够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

典型样本， 也有助于增强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 为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带来有益启示。

一、 文化再生产： 大众流行

文化视域下的民俗文化产品

　 　 随着全球化进程和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 关

于流行文化的讨论日趋多元。 来自社会学、 民俗

学、 人类学、 传播学、 文化研究、 政治学、 经济

学等领域的学者， 基于各自的学科背景予以关照，
使之成为一个丰富而开放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正

如英国社会学家克里斯·罗杰克 （Ｃｈｒｉｓ Ｒｏｊｅｋ） 所

言： “流行文化是这样一种处理如下关系的领域：
ａ． 权力关系； ｂ． 社会变革， 表现在经济、 社会、
政治、 美学和亚文化层面； ｃ． 流行文化数据的编

码和表意系统。”②换言之， 流行文化是一种关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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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行为实践和分享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活动， 不

同学科都可基于各自立场进行阐释和建构。
今天， 当民俗学者面对大众流行文化时， 仍

会时不时地浮现出一种踟躇的感觉： 基于对古老

的共享传统、 民俗的传承性的珍视， 他们对数字

化的新兴民俗现象常抱有怀疑和警觉的态度； 同

时又在当代社会文化生产的实践中， 察觉到民俗

传播过程中大众媒介的关键作用， 着手开拓网络

民族志、 数字民俗等新领域。 种种现状指向一个

问题： 民俗学者如何将流行文化纳入研究视野？
应如何在传统民俗、 大众媒介、 数字文化之间寻

找恰当的切入点？
一方面， 主张民俗学与流行文化划清界限的

观点由来已久。 早在 ２０ 世纪中叶， 民俗学界就对

蓬勃发展的流行文化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美国民

俗学家理查德·多尔逊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ｏｒｓｏｎ） 提出了

“伪民俗” （ｆａｋｅｌｏｒｅ） 概念， 他指出民间文艺在畅

销书、 民谣歌手和迪士尼动画的推波助澜下获得

了广泛受众， “但这项研究远未兑现其崇高的承

诺， 而是被伪造、 滥用与利用， 公众被保罗·班

扬的胡说八道和哗众取宠的收藏所欺骗”①。 这使

得关于民俗的生产消费活动被视为一种商人兜售

的甜言蜜语， 或是一场流行文化对于传统民俗的

挪用， 从而引发了关于民俗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的

争论。 事实上， 很多民俗学者都主张坚守民俗学

的狭义范畴， 将不符合要求的文化现象拒之门外。
例如， 丹·本 －阿默思 （Ｄａｎ Ｂｅｎ － Ａｍｏｓ） 提出民

俗是面对面的小群体中的艺术性交流 ②， 以电台

民歌为代表的大众媒介的民俗传播现象， 被他明

确列为非民俗表演的范畴。 他们所警惕的是： 那

些在商业逻辑下被捏造、 虚构和传播的 “虚假”
的民俗， 正披着 “真实” 的外衣进入大众的想象。

但在今天看来， 这类有趣而富有争议的文化现象

或文化产品， 实际上属于特定语境下的民俗 “再
生产” 过程， 无疑值得关注。

另一方面， 关注流行文化中民俗现象的呼声也

愈发强烈。 ２０ 世纪末， 已有学者呼吁对民俗文化产

品开展认真的研究工作。 “除了 ‘真正的’ 民俗和

民间文化之外， 还要研究那些看似虚假的东西”。③

美国学者古提斯·史密什 （Ｇｕｎｔｉｓ ） 在反

思民俗主义 （ ｆｏｌｋｌｏｒｉｓｍ） 的基础上， 从功能视角

出发将其概括为有意识地使用民俗作为民族、 地

区或国家文化的象征。 ④民众如何理解民俗， 是民

俗研究的永恒主题。 与其追问它们是否真的 “古
老”、 能否追溯到一个 “真实” 的源头， 观察和验

证它们是否得到民众的心理认同、 能否发展为当

代社会群体共享的文化观念、 如何使传统民俗以

新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似乎更为重要。
近年来， 国际民俗学界仍致力于探索这一话题：
“如何继续探究民俗主义作为概念或分析工具所具

有的有效性。”⑤ 毋庸置疑， 关于民俗再生产的讨

论， 能够将更为广泛的文化现象纳入民俗学视野，
鼓励学者对当代流行文化生产过程中民间知识、
民俗观念以及相关图像的组合方式和形态变化开

展分析， 推动民俗学对于人类共享的观念世界的

精准描绘。
２１ 世纪以来， 互联网的普及使数字媒介成为

民俗的重要载体， 进一步模糊了民俗与流行文化

之间的边界。 有学者大胆提出假设， 民俗与流行

文化已然融合共生， 不可分隔。 例如， 加拿大人

类学家雪莉·费多拉克 （Ｓｈｉｒｌｅｙ Ａ. Ｆｅｄｏｒａｋ） 直接

将 “民俗文化” 与 “流行文化” 划上了等号， 指

出二者的共性在于同属 “关于日常生活的文化”，
“人类群体总是创造音乐、 民间故事、 节日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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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并试图去理解和颂扬他们所处的世界”。 ① 诚

然， 该观点带有宽泛的 “文化大杂烩” 的倾向，
对文化现象的区分也过于简单化； 但其强调的流

行文化对于民众 “日常生活” 的关照， 正是民俗

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时至今日， 以社交媒体、 短

视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正深刻影响并形塑着普罗

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 使得数字媒介与民俗观念

发生深度嵌合并呈现出新特征， 集中体现为以下

两点。
第一， 以变异性重复为特征的虚拟的数字文

化， 急剧加速了民俗的传播与变异， 使得关于新

兴民俗现象的溯源问题变得尤为艰难。 人们很难

确定一个民俗文化现象何时是 “外来的”、 何时是

“原始的”。 在数字技术革新的时代背景下， 以西

蒙·布朗纳 （ Ｓｉｍｏｎ Ｊ. Ｂｒｏｎｎｅｒ） 为代表的学者强

调跨时代的 “传承” （ｈａｎｄｉｎｇ ｄｏｗｎ） 和跨地域的

“传播” （ｈａｎｄｉｎｇ ｏｖｅｒ） 均是民俗现象的显著特征
② ， 应当从 “实践的” （ｐｒａｘｉｃ） 视角出发， 在数

字世界中重新解读民俗与重复性的日常生活， 并

“将传统知识运用于实践或是从实践中提取传统知

识”③。 这一民俗学的实践理论的转向， 意味着社

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从结构主义、 功能主义、 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大理论， 朝着个体的 “能
动性” 发生转向， 并关注地方化、 个体化的社会

文化行为。④已有学者对该观点提出了批判性反思，
比如 “偏离了 ‘实践理论’ 的宗旨， 又抹煞了

‘表演理论’ 的潜力”⑤， 但其关于当代社会的个

体文化实践、 传统民俗与数字技术之间动态关联

的讨论， 依然富有洞见。
第二， 传统民俗在基于数字媒介的流行文化

中被分解、 抽取以及重新组装， 从而转化为一种

当代大众文化的 “拼贴” 或 “缝合”。 首先， 以流

动的边界和成员为特征的网络社群⑥， 基于兴趣、
观念或生活方式而临时性地聚集在一起， 其在意

的是民俗作为文化资源能够提供哪些功能和意义。
其次， 部分关注大众文化领域的学者发现 “某些

流行文化形式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它们的行为像

民俗”⑦， 这表明民俗正被流行文化商人视为一种

工具加以利用。 一些影视作品或游戏巧妙地提取、
转化并应用了传统的民俗资源， 比如神话传说、
节日风俗等， 通过整合、 拼贴等策略实现了民俗

的 “去情境化” 和 “再生产”， 即 “将民俗从其

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取出， 并将之置于文学或

艺术语境中的过程” ⑧ 。 这些民俗产品将古老的传

统和崭新的元素融为一体， 它们并非全然虚构，
而是借由对传统民俗的模仿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真

实性和稳定性。 而民俗产品的生产者， 依据受众

群体的反馈来决定是否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 并

有意识地通过行使对该文化产品的解释权来进一

步确立其权威性。
由此可见， “再生产” 的民俗产品可归属于当

代大众流行文化的一个特殊类型， 也预示着当下

传统民俗创造性发展与转化的方向之一。 “商品化

的文化是多元而复杂的， 如同其他任何文化一样，
可能是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场所。”⑨同时， 民俗的

文化再生产也伴生着知识版权纠纷、 谣言和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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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等新的现实问题， 仍须进一步探讨。 由此可

见， 在流行文化的生产过程中， 民俗可以被视为

一种赋予文化产品意义的策略和手段。 当人们讨

论这类民俗文化产品时， 不可避免地会与其生产

国建立起联想， 从而使其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重

要的桥梁作用。

二、 身份认同与符号联想： 民俗

　 　 产品如何参与国家形象建构

　 　 流行文化视域下民俗文化产品具有无形属性

和符号意义， 与原产国的国家形象密切相关。 文

化产品能够唤起受众对于该国 “文化气味”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ｏｄｏｒ） 的感知与体验， “原产国的文化特征、
国民的形象和观念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刻板的）
以及生活方式， 在消费过程中与特定的产品正向

关联” ① 。 因此， 民俗文化产品与国家形象二者之

间的相关性， 集中表现为两组概念的深度关联。
第一组关联概念是民俗传统与国家形象。 民

俗传统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根植于民

众对于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认同 （ ｃｕｌｔ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
ｔｙ）。 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 “国家形象”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的概念内涵： 国家形象即公众对于一个国

家的综合评判与总体印象②， 其本质上是一种 “关
于特定国家的描述性、 推断性、 信息性的信念的

总和”③， 既包括本国国民基于文化认同形成的自

我感知与认识， 也涵盖海外受众对该国的评价及

反馈。 而在国家形象的多维建构中， “国家形象标

识、 国情介绍、 政府形象、 企业形象、 城市形象、
历史形象、 文化形象与国民素质”④ 八个要素尤为

关键。 其中， 城市形象、 历史形象和文化形象这

三个要素都与民俗息息相关。 一方面， 民俗传统

为国家形象的塑造积淀了丰厚土壤， 成为联通历

史与现代、 城市与乡村、 大众与个体之间的纽带，

使共享的文化传统在时空中流动传承。 另一方面，

国家形象体现了一国精神底蕴和文化气质的高度

凝结， 而独特的地域风俗习惯能够进一步强化各

国国家形象之间的差异化特征。 由于国家形象是

“一种主体意识” 和 “国家或民族精神气质中的闪

亮点”⑤， 民众的审美偏好、 情感表达、 风俗习惯

以及价值观念皆是一国无形的文化属性的核心内

容， 为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了恒久的丰沛源泉。

第二组关联概念是民俗产品与国家品牌。 二

者属于文化与商业的交叉领域， 可通过清晰而独

特的符号化理念来强化集体身份认同， 并在跨文

化交流的过程中发挥消弭隔阂、 强化共鸣的积极

作用。 国家品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ａｎｄ） 旨在通过品牌化

的传播策略来塑造国家形象， 借由 “在一个民族

的情绪特质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的基础上创造一

个清晰、 简单、 差异化的理念”⑥， 使其差异化特

征更易于被不同国家的受众所理解。 追根溯源，

品牌理论诞生于 ２０ 世纪中叶的市场营销领域， 因

其与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密切互动， 逐渐成为一

种重要的文化资源。 品牌通过与所处环境的文化

创意发生互动而生成了品牌图标 （ ｉｃｏｎ）， 通过创

造身份神话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ｙｔｈｓ） 来舒缓社会的急剧变

化所带来的集体焦虑， 从而实现文化的品牌化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ｒａｎｄｉｎｇ）。⑦ 作为文化产业的构成要素之

一， 民俗产品的创意生成、 使用体验和品牌理念

承载了一国的公众形象、 集体声誉以及文化价值

观念， 也构成了本国居民、 商业投资者、 海外消

费者以及旅行者等对国家形象的品牌化联想。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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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 识别度高、 易于引发

情感共鸣的民俗文化产品， 不仅反映了一国的文

化气味、 精神沉淀以及主流价值观念， 也有助于

塑造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品牌。
那么， 民俗文化产品如何参与国家形象建构？

或可从国际社会关于全球国家品牌影响力的评估

测量体系中觅得线索。 近年来， 国际社会认可度

最高的国家品牌指数体系有三： 安霍尔特国家品

牌指数 （Ａｎｈｏｌｔ Ｉｐｓｏｓ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ｒａｎｄｓ Ｉｎｄｅｘ）、 未来

品牌国家品牌指数 （Ｆｕｔｕｒｅ Ｂｒ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ｒａｎｄ Ｉｎ⁃
ｄｅｘ）、 品牌金融全球软实力指数 （Ｂｒ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ｄｅｘ）。

其一， 安霍尔特国家品牌指数从六个维度进

行评估， 出口贸易、 国家治理、 文化与遗产、 国

民、 旅游、 投资和移民， 而民俗文化产品主要可

归入 “出口贸易” 和 “文化与遗产” 两个维度。
前者包括影视、 游戏、 创意产品等文化产品及相

关服务在受众心中形成的印象； 后者指的是全球

受众对该国真实存在的文化遗产的整体性认知，
以及对影视、 文学、 体育、 艺术等领域大众流行

文化的欣赏。
其二， 未来品牌国家品牌指数基于 “国家现

状” 和 “亲身体验” 的双重维度， 分别从价值体

系、 生活质量、 商业潜力、 文化遗产、 旅游、 生

产制造六个指标对国家品牌进行测量。 其中， 民

俗文化产品主要与 “文化遗产” 和 “生产制造”
发生关联。 前者除了包括自然景观、 历史文化景

观之外， 特别强调了文化与艺术遗产； 后者则重

点标记了原创产品、 特色产品、 优质产品以及大

众购买产品时的偏好意愿。 此外， 在 “价值体系”
的衡量指标中， 该指数尤为重视国家对多元文化

的包容程度， 以及国家是否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环

保理念。
其三， 品牌金融全球软实力指数， 除了对于

国家的友好度、 声誉度、 影响力以及对重大传染

病的响应程度加以测量之外， 围绕国家软实力的

七个支柱 （７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Ｐｉｌｌａｒｓ） 建立起评估体系。
这七项指标分别为商业贸易、 管理、 国际关系、
文化与遗产、 媒体与传播、 教育和科学、 居民及

价值观念， 其中有三项与民俗文化产品关联较大。
“文化与遗产” 指标涵盖了饮食、 旅行、 文学、 艺

术、 影视、 游戏、 时尚、 体育活动等多元文化内

容， 体现出民俗文化产品的内容类别与呈现形式；
“媒体与传播” 指标包括大众媒体、 传统媒体及相

关的市场影响活动， 涉及民俗文化产品的传播媒

介与路径； “居民及价值观念” 指标重点关照人们

的价值观、 性格以及信任度这三类内容， 与民俗

文化产品形塑大众主流价值观念、 丰富人们日常

娱乐生活的功能相契合。
基于对上述国家品牌指数体系的对照观察，

可得出四点结论： 第一， 文化与价值观念是评估

国家品牌影响力的重点之一， 而民俗文化产品主

要归属于文化和遗产、 产品制造两个维度， 集中

反映了大众文化对于民俗传统的活态传承与创造

性转化； 第二， 各个国家品牌指数体系中， 经济、
文化、 价值观念、 生活质量、 国家治理五个指标

基本固定， 而教育、 媒体、 国际关系等指标相对

灵活； 第三， 各个指标在现实情况中存在边界重

叠， 无法理想化地加以彻底分隔， 以 “旅行” 指

标为例， 旅行活动实际上促进了线上和线下之间

的互动交流， 不少民俗产品的线上受众因兴趣而

前往真实的民俗场景打卡， 达到在虚拟和现实世

界中双重强化的效果； 第四， 由于文化符号具有

便于记忆、 易于传播、 富有感染力的特征， 不论

是春节、 圣诞节、 圣帕特里克节等盛大节日， 或

是饺子、 披萨、 咖喱等特色美食， 各国都可以运

用民俗文化符号来提升国家形象的品牌价值， 扩

大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影响力。
以上评估测量体系启示我们， 当以民俗文化

产品来建构国家形象时， 一方面需要通过 “品牌

化” 策略推动民俗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多媒

体传播， 助力文化活动的线上和线下联动， 将国

家形象转化为兼备差异化特征与国际竞争力的识

别体系； 另一方面， 应重视民俗文化产品的感染

力、 传播力及其对于文化价值观念的承载力， 通

过其背后的 “符号化” 联想来塑造良好的国家形

象， 建构多元一体的中国民俗文化符号体系， 推

动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国际传播。

三、 构建文化符号体系： 新时代

　 　 中国民俗的海外传播策略

　 　 借由民俗产品的 “符号化” 联想来塑造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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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 离不开中国民俗文化符号体系的建构。 文

化符号作为 “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资源的凝结式

标示”①， “浓缩和抽象化了的人们的活动成果”②，
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载体。 整体而言， 文化可

以被阐释为 “使用各种符号来表达的一套世代相

传的概念”， 经由这些符号， 人们 “可以交流、 延

续并发展他们有关生活的知识和对待生活的态

度”。③ 文化符号具有高度凝练、 易于传播的特征，
以节日庆祝活动、 美食美饰、 生活习惯等为核心

的民俗文化符号， 更易激发受众的参与感与共情

力， 增进各国民众间的情感互通。
就传播现状而言， 目前海外知名度较高的中

国民俗文化符号主要有四类： 一是以中国书法、
京剧、 刺绣、 太极拳、 少林功夫、 中医药为代表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号； 二是以丝绸、 唐装、 中

国结为代表的特色服饰符号； 三是以饺子、 茶、
烤鸭、 月饼为代表的中华饮食符号； 四是以春节

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节日符号。 然而， 这些文化符

号相对零散随意， 不仅缺乏统一的选取标准和协

同统筹， 其类别分布也不成体系。 这导致其国际

传播以单一符号为主， 各个文化符号之间无法形

成呼应。
中国民俗文化符号的国际传播呈现出三个显

著特征： 首先， 文化符号的知名度与喜爱度未必

呈正相关， 而民俗文化符号的亲和力与感染力使

其更易获得海外受众的喜爱。 例如， 王丽雅基于

对美、 德、 俄、 印四国受访者关于中国文化符号

的喜爱程度的问卷调研 ④， 发现受访者们对于

“中餐” 和 “中医” 的评价普遍较高， 而对知名度

更高的 “龙” 的理解却正负各半。 其次， 不同国

家或地区的受众审美偏好各不相同， 应当因地制

宜地选取不同的中国民俗文化符号进行传播。 例

如， 俄罗斯受访者对于 “茶” “丝绸” 的认知度和

喜爱度较高⑤， 而印度受访者对 “春节” “功夫 ／
太极拳” “京剧” 的喜爱度较高⑥。 其三， 现有的

国际通行的中国民俗文化符号， 无法完整传达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 未能真实呈现当代

中国的国家形象。 此外， 由于这些文化符号大多

数是海外受众自发形成的直观印象， 并非基于我

国的主动传播， 因此其中也包含了部分刻板印象

或片面认知。
由此可见， 中国民俗文化的海外传播面临双

重挑战： 一方面， 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传统民

俗的传播路径带来了冲击， 社会各界对于数字原

住民、 网络米姆 （ｍｅｍｅ）⑦、 大众流行文化产品的

关注度日益升高， 民俗文化的数字生产成为热点；
另一方面， 随着全球化浪潮中文化 “同质化” 的

趋势愈发明显， 部分个性鲜明的地方文化被主流

文化渗透和稀释， 甚至面临 “被抹平” 的处境，
这一现象又削弱了地方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吸引

力， 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衡。 基于此， 中国民

俗文化的国际传播应重点把握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 以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为目标， 建

构与之相适配的民俗文化符号体系。 从大范畴而

言， 当前学界的文化符号分类方法， 主要托生于

符号学经典理论和归纳法推导， 而非基于国际传

播立 场。 前 者 以 查 尔 斯 · 桑 德 斯 · 皮 尔 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 的符号三分法最具代表

性， 这种分类法基于符号的形态， 将符号划分为

图形类符号 （ ｉｃｏｎ）、 指示类符号 （ ｉｎｄｅｘ）、 象征

类符号 （ ｓｙｍｂｏｌ） 三类 ⑧， 在艺术学和传播学等

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者则种类繁多， 标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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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例如基于生产方式将文化符号分为自然符号

和人造符号， 依据符号的性质将之分为物质文化

符号与精神文化符号等。 从小范畴而言， 民俗文

化符号主要包括以文化认同为内核而汇聚的语言、
饮食、 服饰、 手工艺、 仪式、 信俗等。 在民俗影

像的研究中， 张举文指出那些 “对于局内人有着

极其重要意义的， 相对稳定不变的信仰和行为符

号” 是核心符号 （ ｃｏｒｅ ｍａｒｋｅｒ）， 那些相对而言

“可有可无， 因客观条件而不断变化的行为符号”
可视作随机符号 （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ｍａｒｋｅｒ）。①因此， 在建

构民俗文化符号体系时， 应特别注意核心符号与

非核心符号的重量辨别。
以春节为例， 春节作为中华文化圈与海外华

裔族群共享的节日， 是重要的民俗文化符号。 在

文化符号所象征的价值观念层面， 春节寓意的

“家庭团圆、 喜迎新年” 的内涵， 已得到世界各国

的广泛认可。 而在文化符号的应用层面， 除了舞

狮、 饺子、 年夜饭、 红包等通用的核心符号之外，
不少国家还诞生了独具本土特色的春节仪式和符

号， 如美国的新年游行、 加拿大的菊花插红包、
新加坡的送柑橘、 日本的吃年糕等。 这些新生的

民俗文化符号勾勒了春节在海外传播过程中的地

方化路径， 显现了民俗文化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
在完善民俗文化符号的分类、 筛选与甄别工作的

基础上， 应围绕国家形象传播的战略需求打造节

日文化品牌， 建构兼具中国特色与共享价值观念

的民俗文化符号体系。
第二， 推动传统民俗与大众流行文化相融合，

开拓影视、 社交短视频、 游戏、 虚拟博物馆等传

播途径， 增强其对于海外受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

吸引力。 首先， 以电影、 纪录片、 综艺节目为代

表的视听媒介， 呈现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媒介化表

达， 如 《百鸟朝凤》 《东方遗韵》 《舌尖上的中

国》 《舞千年》 等； 其次， 社交短视频平台扩展了

民俗的传播范围并赋予其时代价值， 使传统民俗

“活” 起来， 如抖音的 “非遗合伙人计划”、 哔哩

哔哩的除夕夜 “拜年纪” 等； 其三， 以 《王者荣

耀》 为代表的网络游戏， 将舞狮、 放纸鸢、 过中

秋等传统民俗融入游戏的皮肤、 特效、 任务， 将

神话传说与游戏场景进行结合改编， 加深了各国

民众对中国传统民俗的理解； 其四， 博物馆依托

数字全景技术， 使观众通过虚拟在场获得了身临

其境的互动体验， 如全景故宫、 数字敦煌等。
第三， 统筹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渠道， 推动

中国民俗文化的战略传播。 首先， 统筹国家旅游

局、 驻外大使馆、 侨务办公室、 大型央企、 孔子

学院以及民间机构的对外传播渠道， 建构新时代

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推进互联网与现实世界的文

化互动； 其次， 深度参与全球性的民俗文化活动，
例如中国艺术家郎朗、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应邀参

与联合国国际日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ｙ）
的节日庆典表演， 增强了海外友人对中国民俗的

体验感和参与感； 其三， 推动民俗文化资源与创

意产业的深度结合， 在诠释民俗文化深层内涵的

同时， 推广民俗主题的艺术品及文化衍生品， 强

化其品牌价值； 其四， 在全球范围内开设高艺术

水平的民俗文化展览、 主题讲座、 节日庆典等活

动， 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文化产品博览会予以支持，
让海外友人获得更多体验中国文化的机会。

总体而言， 在世界文化趋于同质化、 一体化的

时代语境中， 大众流行文化与民俗文化的深度融合

和创新发展， 为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带来了新机遇。
中国民俗文化的国际传播既要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特

性与自觉性， 也要致力于突破跨文化沟通的藩篱，
为国家形象建构贡献积极力量。 一方面， 应持续推

动中国民俗的文化再生产， 创新传统民俗的视听呈

现与数字表达， 以互动的参与式文化开辟中国民俗

文化符号体系传播的新领域； 另一方面， 应重视中

国民俗文化产品在全球青年群体中的传播效果， 推

动中国民俗的符号化、 品牌化、 ＩＰ 化与产业化， 激

发中国传统民俗在当代的存续力、 传播力与创新力，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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